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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史研究”笔谈·

碎片化与全视野: 中国区域史研究的价值取向*

高福顺

(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近年来，随着中国史学研究的新进展，区域史越来越受到史学界重视，当代史学家热衷于试图将

中国历史从空间上分解成更为细小的研究单位，对单位内的地理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

的等诸多要素进行实证性与理论性研究。不过，由于史学家的教育背景、传承渊源、学理依据、学术

宗旨、现实诉求之不同以及对西方传入的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的不同选择与运用，区域史研究模式与

宗旨往往出现较大差异，导致实证性与理论性上的争鸣，简言之，实质上就是碎片化与全视野之间辩

证统一关系如何认识的问题。故此，考量中国区域史研究的价值取向显然成为当下史学界必须关注、
思考的论题，拙见以为趋异与趋同是区域史研究的基本模式、碎片化是区域史研究的必然趋势、全视

野是区域史研究的客观要求。
中国区域史研究的勃兴主要来自于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中国传统地方史研究的长足进步，二是西

方区域史的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的介入。中国区域史在本土与外来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展现出了既有

脱离传统地方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窠臼，又有别于西方区域史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史定位。众所

周知，区域史的最大特征就在于空间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与时间的单向性相比，空间具有多向

性与特殊性，空间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并不以人的思想为转移。空间在多大程度上制约和如何制约

人类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生活的，空间如何与人类互动，又如何在时间的流动过程中完成这一互

动模式以及互动内容的不断转化与变迁，这正是区域史研究的魅力所在。①在研究中国古代王朝边疆

民族区域治理模式时不难发现，统治者针对不同区域所施行的治理举措大不相同，有的设置行政机构

直接治理，有的设置道、属国、属郡、羁縻府州等间接治理，有的册封王号、汗号等顺俗而治，不一

而足。在不同的边疆民族区域为何会出现歧异的治理模式，恐怕是缘于自然地理环境制约下所产生的

政治结构、经济类型、社会生活、民俗文化等的不同程度的变异，故在探寻中国古代王朝治理边疆民

族区域模式时就必须关照区域的差异性。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总结治边的基本模式与总体趋向。从

这个意义上说，趋异性研究与趋同性研究是中国区域史研究的两大支柱，缺一不可，两者是反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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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相向思维的辩证统一。美国汉学家柯文指出: “把中国从空间上分解为较小的、较易于掌握的单

位。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取向并不是以中国为中心，而是以区域、省份或是地方为中心。采取这种做

法的主要依据是因为中国的区域性与地方性的变异幅度很大，要想对整体有一个轮廓更加分明，特点

更加突出的了解———而不满足于平淡无味地反映各组成部分间的最小公分母———就必须标出这些变异

的内容和程度。”① 由此看来，将趋异性与趋同性作为中国区域史研究的基本模式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在趋异性的研究过程中，实证研究成为关键因素，通过琐碎问题考据或研究之结论的集合寻求历

史现象背后的本质的、内在的规律，寻求相互间的因果关系，这难免会出现区域史研究的碎片化。有

关史学碎片化，《近代史研究》于 2012 年第 4 期、第 5 期连续刊发两组史学家笔谈文章专门讨论，尽

管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拙见以为中国区域史研究的碎片化趋势不可避免，且是区域史研究的方向所

在。梁启超先生说: “我们应该在全部学问中，划出史学来，又在史学中，划出一部分来，用特别兴

趣及相当预备，专门去研究它。专门以外的东西，尽可以有许多不知; 专门以内的东西，非知到透彻

周备不可。”② 尽管此论不是专门针对区域史而言，却为致力于区域史研究的史学家指明了研究方向

———碎片化研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在研究中国古代王朝治理边疆民族区域模式时，有些细小问题的

记述并非相当清楚，譬如行政区划的设置与性质、儒学教育开展的规模与途径、人口构成的类型与比

重等皆需实证性的考据或研究，唯有此类问题弄清楚，才会构建起边疆民族区域治理的总体模式，故

此边疆治理的碎片化研究之必要性不言而喻。除边疆治理，其他区域史研究亦无一例外，随着史学研

究的“精耕细作”，从前不曾被史学家关注的细小问题而现在却得到相当关注，并有众多成果问世。
正是此类细小问题的发现与研究，才使得史学界能够有条件实现普遍性、规律性认识的可能性———整

体史研究的实现。新文化史家娜塔莉·戴维斯指出: “倘若一部微观史写得好的话，它应该是一部有

着自身深厚内蕴的研究，但同时也会揭示出与在它之外的其他进程和事件的关联”，史学家 “理想的

状况是，单个的历史学家应该在某个时期尝试进行不同模式的研究，这样就可以了解问题所在、了解

地方性的和普遍性的框架之间的联系。”③ 罗志田先生亦指出: “史料本有断裂和片段的特性，则史学

即是一门以碎片为基础的学问”。“即使断裂的零碎片段，也可能反映出整体; 需要探讨的，毋宁是

怎样从断裂的片段看到整体的形态和意义”。④ 区域史研究不是为了碎片化而碎片化，是为了碎片化

集合后的探索，只有从细小问题入手，才能认识整体。不清楚细节，就只能是雾里看花，不是会通。
只有会通，区域史的碎片化研究才变得有意义，才真正实现了碎片化研究的宗旨与价值。

在趋同性的研究过程中，理性认识成为关键因素，无论是区域史的碎片化研究，还是总体 ( 整

体) 史观关照下的区域史研究，欲达成切合历史实际的本质性的、规律性的认识，都必须作全视野、
长时段的考察，以获得令人信服的论说。在研究中国古代王朝治理边疆民族区域过程中发现，中华民

族多元一体的“大一统”实现的前提是活动于中国域内的诸民族必须具有一致的儒家文化认同心态，

只有诸民族形成儒家文化大一统认同意识，地理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等诸多要素的

构成与体系才会形成有机整体，才会有共同认识价值的互动，社会才能和谐稳定发展。如何完成本质

性的、规律性的理性认识并非通过对一两个王朝的边疆治理模式研究就能获得，而需要从更多王朝边

疆治理模式的成功经验与深刻教训总结出来。严耕望先生说: “历史的演进是不断的，前后有连贯性

的，朝代更换了，也只是统治者的更换，人类社会的一切仍是上下联贯，并无突然的差异; 所以断代

研究也只是求其方便，注意的时限愈长，愈能得到史事的来龙去脉。”⑤ 区域史的研究更是如此，需

要一个全视野、长时段的考察，才更具有学术意义与现实诉求。故此，区域史研究的全视野、长时段

的观察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在中国区域史研究领域，程妮娜教授主编的 《中国地方史纲》可称得上是区域史研究的新的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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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它体现了“碎片化”与“全视野”关照下的理性思考，正如著名史学家陈其泰先生的评论: 是

书是“探索几千年来中国作为统一国家不断发展与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演进之间，所形成的互

为条件、互相促进、互相依存和制约的复杂进程，探索中华文化统一性与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多样

性之间辩证的、互动的发展关系。”① 这种 “挣脱了身份认同、空间和地点这些传统叙事的形而上学

包袱”② 来探索中国区域史研究的基本模式及其价值取向无疑是中国区域史研究所要努力的方向。

试述唐代东北边疆重镇营州的权力伸缩
*

宋 卿

(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营州 ( 今辽宁朝阳) 是唐王朝在东北边疆设置的唯一内地型府州，也是唐王朝设于东北边疆的

军政重镇。该地自然地理位置特殊，正位于中原、东北、北方草原的交汇处，也是中央王朝与朝鲜半

岛诸国、日本等交流往来的桥梁，具有重要的战略枢纽地位。营州内民族杂居，有汉人、高丽、契

丹、奚、靺鞨、室韦、突厥、粟特、新罗等，且少数民族占据主体，其数量呈日益增多趋势; ③ 营州

外 ( 辖区内) 亦“境连边奥，地接戎藩”，④ 西北与契丹、奚毗邻，东与高丽毗邻，东北与渤海、靺

鞨等毗邻，诸少数民族聚居区毗邻营州，民族关系复杂。
作为唐代政治中心的边缘地带，营州的建置、官署机构都表现出与内地正州不同的特点，营州及

营州辖区内具有多种形式地方行政建置并存的特点，既有设于汉族聚居区的正州，也有设于内附少数

民族聚居区的城傍羁縻州，监管区亦有设于少数民族原居地的羁縻府州，不同形式的州县建置共同隶

属于设于营州的官署机构。唐王朝设于营州的官署机构，相继有营州总管府、营州都督府、平卢节度

使府等。营州总管府是营州都督府的前身，营州都督府历经几次盛衰变迁，其地 “佹得佹失”; ⑤ 平

卢节度使府也在东北边疆形势的变化中诞生、壮大、衰落，乃至移徙他处。营州政府代表中央施行地

方管辖权，对辖下诸州具有行政、经济、军事等各项职能，其权力经历了鼎盛、弱化、再次鼎盛、没

落的变化。
武德元年至万岁通天元年 ( 618—696) ，是营州政府第一次权力鼎盛时期。魏征曾言: “竭诚则

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⑥ 此语道出了中央统治者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的根本要义。
唐太宗听从魏征劝告，“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从而 “天下大宁。绝域君长，

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⑦ 中央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采取了开明的民族政策，将前朝的羁

縻政策制度化、体系化。从武德元年设置燕州安置粟末靺鞨开始，唐王朝先后在营州内设置 18 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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